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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球变化背景下，青藏高原作为我国乃至全球气候变化的“天然实验室”，植被生态系统

发生了深刻变化。引入重心模型等方法分析和探讨 2000—2015年青藏高原植被NPP时空变

化格局及其驱动机理，并定量区分NPP变化过程中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相对作用。研究发

现：（1）2000—2015年，青藏高原植被NPP年均值总体上呈现从东南向西北递减的趋势。在年

际变化方面，近 16年植被NPP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其中在 2005年出现上升陡坡，并在 2005—

2015年表现为高位波动的态势。（2）青藏高原植被NPP增加区（变化率>10%）主要集中于三江

源地区、横断山区北部、雅鲁藏布江中下游以及那曲地区的中东部，而植被NPP减小区（变化率

<-10%）则主要分布于雅鲁藏布江上游和阿里高原。（3）近16年青藏高原植被NPP重心总体向

西南方向移动，表明西南部植被NPP在增量和增速上大于东北部。（4）青藏高原植被NPP与气

候因子相关性的地区差异显著，其中植被NPP与降水显著相关的区域主要位于青藏高原中部、

青藏高原东南部及雅鲁藏布江流域中下游，而植被NPP与气温显著相关的区域主要位于藏南

地区、横断山区北部、青藏高原中部和北部。（5）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在青藏高原植被NPP变化

过程中的相对作用存在显著的时空差异性，在空间上呈现“四线—五区”的格局。研究成果能

够为揭示青藏高原区域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的响应机制提供理论和方法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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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是指在单位面积、单位时间内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积

累的有机物的数量，是指示陆表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核心指标[1-3]。NPP作为碳收支和气

候变化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判定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和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3]。因

此，对区域植被NPP的时空变化格局及其驱动机制的分析和探讨，不仅可以揭示气候变

化背景下生态系统的响应程度，而且可以为生态环境保护、植物估产、资源开发利用、

自然资源的有效管理以及制定相应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战略提供科学依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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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外学者主要基于气候模型、生态机理过程模型（BIOME-BGC模型[5]）和遥感

数据估算（CASA模型[2]、GLO-PEM模型[6]）三方面开展NPP的研究，而国内学者则利

用国外经验和改进模型对中国不同尺度区域，如三江源地区、横断山区、石羊河流域、

锡林郭勒盟草原等，开展了一系列NPP综合研究，包括NPP时空变化格局、演变规律及

其驱动机制分析等内容[1,3,5-10]。植被净初级生产力随着研究区域以及时空尺度的变化，对

气候变化的响应机制产生了显著的不同。部分研究表明，在全球尺度上，近三十年植被

NPP呈现总体增加趋势，但是不同区域植被NPP的演变机制存在显著差异[11-14]。受气候

变暖的影响，中国陆地植被NPP随着气候变化表现出一定的增长趋势[15-18]。全球气候变

化胁迫下，植被生长受水热条件胁迫的影响日趋明显，然而，气候变化对植被NPP的影

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19-23]，因此，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针对不同区域研究植被

NPP的时空演变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义。青藏高原独特的气候类型、地貌条件、

地理位置及海拔高度，形成了从热带到寒带、从湿润到干旱等多种气候和生态系统类

型，使之成为一个特殊的地理单元，是受全球变化影响非常敏感的区域，对全球变化具

有重要的调节和指示作用，被视为我国乃至全球气候变化的“天然实验室”[1,4]。刘凤

等[24]基于CASA模型计算2000—2015年青海高原植被NPP，并分析近16年来植被NPP时

空变化演变格局及其对气候因素变化的响应。何楷迪等[25]等基于 2000—2015年MODIS

NPP遥感产品，结合气象和土壤质地数据，采用回归分析等模型分析了降水、气温和土

壤质地对青藏高原NPP和降水利用率变化的影响。张雪蕾等[26]基于Thornthwaite Memori-

al模型估算的NPP，分析和探讨了对NPP时空变化的主要气候影响因子，并对未来NPP

的变化进行了预测。王娟等[27]基于ArcGIS 10.2和MOD17A3产品定量区分了NPP与气候

因素和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变关系。黄玫等[28]利用大气—植被相互作用模型（AVIM 2）模拟

研究了青藏高原1981—2000年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故此，本文引入重心模型等对青藏高原近16年的植被NPP时空演变格局及其驱动机

制进行分析和探讨，并对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对NPP演变过程中的相对作用进行定量区

分，对于揭示青藏高原植被生态系统对全球化的响应机制提供理论支持。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青藏高原又称为“世界屋脊”和“第三极”，其大部分位于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

（26°00′12″~39°46′50″N，73°18′52″~104°46′59″E），占全国总面积的23%，是世界上海拔

最高的地区之一[1]，该地区山脉广布，主要包括昆仑山、祁连山、巴颜喀拉山、唐古拉山

以及冈底斯山等。高原腹地年平均气温在 0 ℃之下，温度随高度和纬度的升高而降低，

气温日差较大。年平均降水量从东南部的2000 mm递减到高原腹地的50 mm以下[4]。夏

季，高原大部分地区受到印度洋西南季风及其暖湿气流的综合影响，降水充沛，而冬季

受西风带影响显著，多大风且降水稀少。青藏高原植被类型复杂多样，水平光谱上有森

林、草甸、草原和沙漠。因此，垂直自然带也从东南部的海洋湿润型转变为高原腹地的

大陆干旱型[18]。此外，青藏高原冻土分布广泛，占中国冻土总面积的70%，是世界中低

纬度地区面积最大、范围最广的冻土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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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据源

植被NPP可由MOD17A3产品获得，该产品集下载网址为：https//Ipdaac.usgs.gov/，

空间和时间分辨率分别为1 km和1年。研究区及周边229个气象气象站点数据，包括日

降水、日均温等，来自中国气象数据网（http://data.cma.cn/）。利用 MRT （MODIS Pro-

jection Tool）工具对MOD17A3H数据进行镶嵌和投影转换，并在ArcGIS 10.3中将镶嵌

结果裁剪出青藏高原范围内影像。逐站点计算出2000—2015年逐年的年平均气温和年降

水总量，并利用Cokriging差值方法对上述两个气候因子进行空间化。同时考虑到研究区

西部站点较少，利用中国区域高时空分辨率地面气象要素驱动数据集（http://westdc.west-

gis.ac.cn）对研究区站点进行了加密（图1）。

1.3 研究方法

1.3.1 趋势分析

一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可以一定程度上消除特定年份极端气候的影响[10]，因此本文

采用该方法对植被NPP进行时间序列变化趋势分析，其计算公式如下：

θslope =
n ×∑

i = 1

n

i × NPPi -∑
i = 1

n

i∑
i = 1

n

NPPi

n ×∑
i = 1

n

i2 - æ
è
ç

ö
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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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1

n

i
2

（1）

式中： θslope 为趋势斜率； NPPi 为第 i年的NPP（g C · m-2 · a-1）；i为年变量，i=1, 2, 3, 16。

利用植被NPP变化率表征n年间NPP的变化程度，公式如下：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下载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下同。

图1 研究区概况

Fig. 1 Location of the study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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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P变化率 =
θslope

NPPmean

× n × 100% （2）

式中：NPP 变化率以百分率来表示（%）； NPPmean 为16年平均NPP（g C · m-2 · a-1）；n为年

份数（年）。

1.3.2 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主要用来反映要素之间的相关程度和相关方向[24-28]。本文在P<0.05和P<

0.01两种置信水平下，利用基于像元的皮尔森相关系数分析和探讨植被NPP与典型气候

因子的相关性及其显著水平。其相关系数、偏相关系数及复相关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rx,y =
∑

i = 1

n

(xi - x̄)(yi - ȳ)

∑
i = 1

n

(xi - x̄)2∑
i = 1

n

(yi - ȳ)2

（3）

rxy1,y2
=

rxy1
- rxy2

ry1y2

1 - r2
xy2

1 - r2
y1y2

（4）

Rx,y1y2
= 1 - (1 - r2

xy1
)(1 - r2

xy2,y1
) （5）

式中： rx,y 表示 x变量与 y变量的相关系数（rxy1
、 rxy2

、 ry1y2
与之相类似），其中正值表示

正相关，否则，反之； xi 与 yi 分别表示两个变量在第 i年的数值； rxy1,y2
为 x变量与 y1 变

量的偏相关系数（ y2 固定）（rxy2,y1
与之相类似）； Rx,y1y2

为 x变量与 y1 变量和 y2 变量的复

相关系数。此外，本文分别采用F检验法和T检验法来分析偏相关系数和复相关系数的

显著性，公式如下：

T =
rxy1,y2

1 - r
xy1,y2

× n -m - 1 （6）

F =
R2

x,y1y2

1 -R2
x,y1y2

× n -m - 1
m

（7）

式中： n 为样本个数（个）； m 为变量个数（个）。

1.3.3 重心模型

应用物理学中“重心”的概念，意指物体各部分所受重力产生合力的作用点[29,30]。在

地理学及生态学研究领域中，“重心”概念被广泛应用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土地利用等

各种领域[31]。本文中，植被NPP的重心空间变化特征能够反映地理现象的变化程度和变

化趋势，其计算公式如下：

x̄ =
∑

i = 1

n

zi xi

∑
i = 1

n

zi

（8）

ȳ =
∑

i = 1

n

zi yi

∑
i = 1

n

zi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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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zi 为第 i个平面空间单元的属性值，( xi , yi ) 为第 i个平面空间单元的坐标值，点

( x̄ , ȳ ) 为n个平面空间单元组成的空间均值。

重心偏离的方向指向的是空间现象的“高密度”区域，而重心偏离的距离则描述的

是这种不均衡分布的程度。不同时期重心的移动轨迹能反映空间现象分布的演变过程，

其中重心移动的方向和距离计算公式如下：

θ = arctanæ
è
ç

ö
ø
÷

yt + m - yt

xt + m - xt

t + m （10）

dm = (xt + m - xt)
2 +(yt+m - yt)

2 （11）

式中： θ 与 dm 分别表示空间现象重心移动的方向与距离（单位）； yt + m 和 yt 分别表示空

间现象在时间 t + m 和时间 t 的纬度坐标； xt + m 和 xt 分别表示空间现象在时间 t + m 和时间

t 的经度坐标。

1.3.4 Miami模型

本文中潜在NPP的估算利用Liebig提出的Miami模型[22,32]，其计算公式如下：

NPP
潜在

= min
ì
í
î

ü
ý
þ

æ
è
ç

ö
ø
÷1 + 3000

exp(1.315 - 0.119T)
, ( )3000[1 - exp(- 0.000664P)] （12）

式中： NPP
潜在

为潜在NPP（g C · m-2 · a-1）；T为年均温度（℃）；P为年降水量（mm）。

2 结果分析

2.1 青藏高原植被NPP时空演变特征

2.1.1 2000—2015年年均NPP空间分布格局

如图2所示，青藏高原2000—2015年近16年植被NPP在空间分布上具有较强的规律

性，在区域水热条件的影响下，研究区整体在时空上整体呈现从东南向西北递减的趋

势。2000—2015年青藏高原大部分区域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处于 400 g C · m-2 · a-1以下，

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均值为167.52 g C · m-2 · a-1。在青藏高原西部和北部形成一个植被NPP

低值区，平均NPP小于200 g C · m-2 · a-1，如那曲地区、阿里地区、玉树藏族自治州等地

区。植被NPP的高值区出现在青藏高原的东南部，平均植被NPP大于600 g C · m-2 · a-1，

主要包括山南地区与林芝地区南部、甘孜藏族自治区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区东南部、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北部等地区。植被 NPP 处于 200~400 g C · m-2 · a-1的地区则主要分

布于川西高原，包括甘孜藏族自治区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区西北部、黄南藏族自治

州、昌都地区东南部。而横断山区植被 NPP 则呈现自南向北、自西向东递减的趋势，

其值位于 300~1000 g C · m-2 · a-1，该区最大值则出现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其均值为

830 g C · m-2 · a-1，这与该地区的植被类型、地形与气候相关。

2.1.2 年均植被NPP空间变化分布格局

对 2000—2015年青藏高原植被NPP变化率进行分析，结果（图 3）表明：近 16年，

青藏高原植被NPP变化率在10%~30%的像元面积最大，占45.55%，其次为-10%~10%的

像元面积，占33.39%；而植被NPP变化率在<-30%的像元面积最小，占0.91%。以上分

析结果表明2000—2015年，青藏高原植被NPP年际变化总体上呈现增加趋势，其中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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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10%~10%）和增加区（>10%）占研

究区总面积的 94.20% ，而轻微减小区

（-30%~-10%） 和重度减小区 （<-30%）

则仅占总面积的5.80%。

图4表明，2000—2015年，青藏高原植

被NPP不同等级变化率区域在空间分布上

存在一定规律：稳定区 （-10%<变化率<

10%）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以及藏

南地区，如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区中北部、

果洛藏族自治州中东部、黄南藏族自治州

以及日喀则地区北部。植被 NPP 变化率>

30%的区域则主要分布于格尔木市、林芝地

区、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东部以及海南藏族自治州中东部。NPP变化率在10%~30%的

区域分布面积最广，主要集中于三江源地区、横断山区北部、雅鲁藏布江中下游以及那

曲地区中东部。而植被NPP减小区（变化率<-10%）则主要分布于雅鲁藏布江上游和阿

里高原，如阿里地区西部和南部、那曲地区西南部。

植被NPP重心可以有效地显示研究区域内NPP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和偏向性。本文

分别计算了近 16年平均NPP及逐年NPP的重心（图 5），主要集中于青藏高原东南部的

昌都地区，表明青藏高原东南部的植被 NPP 总量要高于西北部，这与图 2 的分析结果

（年均植被NPP从青藏高原东南部向西北部递减）相一致。

图3 2000—2015年青藏高原植被NPP不同

等级变化率面积百分比对比

Fig. 3 Area percentage comparisons of different

grades in NPP variation rates 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from 2000 to 2015

图2 近16年平均植被NPP分布特征

Fig. 2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verage vegetation NPP in the past 16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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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坐标系下，以2000—2015年植被NPP均值重心为原点并计算了逐年NPP重心到

原点的距离（极径）和偏移角度（极角）。本文分别统计并计算了四个象限内NPP重心

数目及其所占百分比。结果如图 6 所示，其中西南象限植被 NPP 重心的所占比为

37.50%，25%的植被NPP重心位于东北象限，说明2000—2015年植被NPP在增速和增量

在青藏高原西南部和东北部相对比较大，重心数目占整个青藏高原重心数目的 62.5%，

其他象限重心数目所占比为18.75%。如果按坐标轴分为两部分，43.75%的植被NPP的重

心位于坐标轴的北半部，56.25%的植被NPP的重心位于坐标轴的南半部，北半部的重心

图5 2000—2015年青藏高原植被NPP重心分布

Fig. 5 Distributions of gravity center of NPP 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from 2000 to 2015

图4 2000—2015年青藏高原植被NPP不同等级变化率空间分布

Fig. 4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different grades of NPP variation rate 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from 2000 t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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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目小于南半部，这说明近 16 年植被 NPP 在南半部的增量于增速大于北半部。同时，

2002年、2003年、2005年及 2014年的植被NPP重心相比原点偏移距离较大，说明这四

个年份青藏高原东北部和西南部的植被 NPP 增量显著。而 2006 年、2007 年和 2008 年

NPP重心相比原点偏移距离较小，说明这三个年份青藏高原各个区域植被NPP变化相对

一致。

为了进一步探讨青藏高原NPP重心的空间变化规律，本文分析了2000—2015年不同

时间尺度下的重心迁移情况。考虑到极端气候等因素对逐年植被NPP重心变化的影响，

设定了两个时间尺度（3年和5年）来分析青藏高原植被NPP的重心迁移规律，如图7所

示，2003—2005年植被NPP的重心相比2000—2002年向东发生了偏移，说明该时间段内

图7 不同时间尺度下青藏高原植被NPP重心迁移轨迹

Fig. 7 Migration trajectory of NPP gravity center 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at different time scales

图6 2000—2015年青藏高原植被NPP重心分布比例（极坐标系）

Fig. 6 Distribution ratio of NPP gravity center 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from 2000 to 2015 (Polar coordin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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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东部的植被 NPP 增量和增速要高于西部。而 2006—2008 年植被 NPP 重心相比

2003—2005年向西南方向发生了偏移，说明该时间段内西南部植被NPP的增长速度大于

东北部。2009—2011年和 2012—2015年两个时间段内植被NPP重心相比 2006—2008年

总体发生西移，说明近 7年，青藏高原西部地区的植被NPP增量要高于东部。5年尺度

下，青藏高原植被NPP重心先向东南方向移动（2000—2004年>2005—2009年），之后又

向西移动（2005—2009年>2010—2015年），表明 2005—2009年青藏高原植被NPP相比

2000—2004年东南部的增速大于西北部，而 2010—2015年植被NPP相比 2005—2009年

西部的增速大于西北部。2000—2015年，青藏高原植被NPP的重心总体上表现为向西南

方向移动，说明近16年，研究区西南部植被NPP的增速要高于东北部地区。

2.1.3 青藏高原植被NPP（实际）时间变化特征

2000—2015 年青藏高原植被 NPP 均值呈现波动增加趋势 （图 8），波动幅度达

32.88 g C · m-2 · a-1。其中最大值出现在2013年，为182.95 g C · m-2 · a-1，其次为2006年，

为180.88 g C · m-2 · a-1，而最小值则出现在2000年，为150.07 g C · m-2 · a-1。2005年之

前，青藏高原全区植被NPP均值小于160 g C · m-2 · a-1，增长趋势缓慢。2005年后，植

被NPP均值显著增加，并在 170 g C · m-2 · a-1上下波动，这与国家在该区域大力推行

“退耕还草”与“退牧还草”政策有密切关系，其中在 2006年和 2013年出现两个峰值，

分别达到180.88 g C · m-2 · a-1和182.95 g C · m-2 · a-1，其主要原因在于上述年份研究区

降水充沛，有助于植被的恢复和生长，而在 2008年和 2012年则出现两个谷值，分别为

164.38 g C · m-2 · a-1和167.71 g C · m-2 · a-1，与这两年研究区降水较少，大部分区域发

生不同程度干旱相关。

2.2 青藏高原植被NPP（实际）与气温、降水的相关性分析

2.2.1 气候因子变化分析

如图9所示，青藏高原2000—2015年年降雨量为379.36~541.10 mm，多年平均降雨

量为490.65 mm，其中最大值出现在2010年，而最小值则出现在2007年。近16年，青藏

高原年降水量呈现微弱减小的趋势，在空间上则呈现出自东南向西北递减的趋势。青藏

高原 2000—2015年年均温为 0.67~2.98 ℃，多年平均气温为 1.48 ℃，其中最大值出现在

2007年，最小值出现在2002年，近16年，青藏高原年均温呈现显著上升的趋势。

图8 2000—2015年青藏高原植被NPP均值年际变化

Fig. 8 Interannual variation of NPP 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from 2000 t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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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青藏高原气候因子年际变化特征

Fig. 9 Interannual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limate factors 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2.2.2 植被NPP与气温、降水相关性分析

由于植被NPP受气温和降水因子的影响具有交叉性，本文逐像元计算2000—2015年

青藏高原植被NPP与年降水、气温之间的偏相关系数及复相关系数。如图10a所示，植

被NPP与年降水量的偏相关系数为-0.86~0.91，其中正相关区域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东

北部等地区，占总面积的54.57%；负相关区域主要分布于阿里地区、那曲地区南部、林

芝地区、甘孜藏族自治区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区。如图10c所示，气温与植被NPP呈正

相关区域主要分布于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和青藏高原东部，占总面积的47.13%；呈负相关

的区域则主要分布于雅鲁藏布江上游及其周边地区、横断山区、长江源区，占总面积的

52.87%。对植被 NPP 与降水、气温的偏相关系数分别进行 T 显著性检验，结果如图

10b、图10d所示，其中植被NPP与降水的偏向系数通过P<0.05水平检验的区域占总面积

的15.83%，通过P<0.01水平检验的区域占总面积的5.34%，极显著相关区域主要分布于

海南藏族自治州中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东南部、玉树藏族自治州东部及昌都西

部；植被NPP与气温的偏向系数通过P<0.05水平检验的区域占总面积的 12.65%，通过

P<0.01水平检验的区域占总面积的 6.13%，极显著相关区域主要分布于昌都中部、黄南

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西宁市交界地带、山南—林芝交界地带。

如图 10e所示，气温与两个典型气候因子的复相关系数为 0~0.94，其中，复相关系

数较大的区域主要分布于玉树藏族自治州中部、那曲地区南部、昌都地区中西部以及甘

孜藏族自治州的西部，而复相关系数较小的区域则主要分布于阿里地区、那曲地区北

部、日喀则地区南部以及海北藏族自治州等地区，图10f为F显著性检验结果，其中复相

关性显著区域（P<0.05）主要分布于日喀则地区—那曲地区—拉萨市交界地带，昌都地

区—甘孜藏族自治区—玉树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交界地带，占总面积的

16.32%，极显著区域（P<0.01）主要分布于长江源区中部—那曲地区南部—昌都地区与

甘孜藏族自治区交界地带，占总面积的5.89%。

2.3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植被NPP变化影响的区分

由于气候和人类活动对植被NPP动态变化产生双重胁迫作用，因此，气候变化和人

类活动对植被退化的相对作用可通过植被NPP的变化进行定量的评估和区分。本文计算

了三种植被NPP变化指标：（1）基于MOD17A3H的实际NPP（NPPactural）；（2）基于Mi-

ami模型的潜在NPP（NPPclimate）；（3）潜在NPP与实际NPP的残差NPPhuman。

可以通过计算NPPclimate、NPPhuman和实际NPP的斜率Kc、Kh和Ka来评价气候变化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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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活动对NPP的影响和表示植被的恢复或退化状态。当Kc>0时，表明气候变化对于植被

的生长及恢复产生积极作用；而当Kc<0时，表明气候变化对于植被的退化产生积极影

响。当Kh>0时，表明人类活动对于植被的退化产生积极作用，而当Kh<0时，表明人类活

动对于植被的生长及恢复产生积极影响。当Ka>0，表示植被处于恢复状态，Ka<0，表示

植被处于退化状态（表1）。

如图11所示，2000—2015年青藏高原处于植被恢复状态的区域占总面积的84.54%，

处于植被退化状态的区域占总面积的15.46%。其中有46.01%的植被恢复区由气候变化所

致，主要分布于那曲北部、三江源地区西部及青藏高原东北边缘；34.33%的植被恢复区

受人类活动影响，主要集中于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和青藏高原东南部；3.81%的植被恢复区

图10 植被NPP与气温、降水的偏相关系数、复相关系数及其显著性检验结果

Fig. 10 Parti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ultipl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d significance test results of

NPP with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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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两者共同作用所致，主要分布于三江源地区南部边缘地带。

有 5.05%的植被退化区由气候变化所致，零散分布于雅鲁藏布江上游和阿坝藏族羌

族自治区东部；10.20%的植被退化区受人类活动影响，主要集中于日那曲地区—日喀则

地区—阿里地区交界地带和玉树藏族自治州北部；雅鲁藏布江北缘的植被退化区则由气

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两者共同作用所致。

综上所述，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相对作用在空间上呈现“五区—四线”的格局，

其中气候变化主导作用区为A1、A2，B区是气候变化主导作用区和人类活动主导作用区

的过渡地带，该区内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共同对植被NPP的变化产生影响（促进增加或

造成减小），而C1和C2则是人类活动主导作用区（图11）。

3 讨论

3.1 青藏高原植被NPP时空分布格局成因

2000—2015年青藏高原平均植被NPP空间分布上呈现自东南向西北递减的趋势，这

图11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植被变化相对作用的区分

Fig. 11 The relativ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y on vegetation change 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表1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植被退化或恢复的相对作用

Table 1 Relativ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y on vegetation degradation and recovery

NPP变化状况

NPP增加

（植被恢复）

NPP减小

（植被退化）

情景

情景1

情景2

情景3

情景4

情景5

情景6

Kc

>0

<0

>0

>0

<0

<0

Kh

>0

<0

<0

>0

<0

>0

气候相对作用

100

0

共同作用

100

0

共同作用

人类活动相对作用

0

100

共同作用

0

100

共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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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趋势主要由降水和气温空间分布格局对植被NPP的影响造成的[2]。青藏高原东南部由

于太平洋季风的影响降水比其他地区充沛，多灌丛、针叶林及阔叶林，植被类型丰富多

样。由于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雅鲁藏布江下游地区多阔叶林、雨林及季雨林分布，

植被覆盖度也较高，植被NPP较高。藏北高原大部分地区由于降水稀少，海拔高、气温

较低，导致植被多为稀疏灌丛、低覆盖草原、高寒草甸，因此植被NPP相对较低。阿里

高原地区由于气温较低，降水较少，荒漠化严重，植被NPP最低。2000—2015年，青藏

高原总体NPP均值年际变化上呈现不断上升趋势，由于国家颁布实施了退耕还林及还草

政策，2004年之后，研究区植被NPP均值出现了陡坡式的上升。此外，近16年青藏高原

气温和降水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暖湿化效应对于区域植被生态系统的生长及恢复均有

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从而进一步导致了植被NPP的高位增长态势。

3.2 青藏高原气候因子对植被NPP的作用机制

通过对植被NPP与气温、降水因子的单因子及双因子综合分析，发现青藏高原植被

NPP与气候因子相关性的地区差异显著，很可能与海拔、气候类型、植被覆盖类型有

关[2]。青藏高原中部（特别是三江源地区）及东北部地区，植被NPP与降水呈显著正相

关性，其原因在于该地区平均海报超过4000 m，且地处内陆腹地，受印度洋及太平园暖

湿气流影响较弱，导致区域降水稀少，而水资源成为影响植被生长发育的关键因素之

一。而横断山区以及雅鲁藏布江流域中下游，由于受北上印度洋暖湿气流及西进太平洋

暖湿气流的交错影响，降水充沛，然而密集的降水加上陡峭的地形，造成了该区域强烈

的水土流失、滑坡以及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从而在较大程度上破坏了区域植被生态系

统，因此，上述地区植被NPP与降水呈显著负相关[33]。

植被NPP与气温呈显著正相关的区域，主要分布于降水充沛且海拔适中的藏南地区

及横断山区北部，其主要原因在于该地区较低温度极大的影响了植被的光合作用，抑制

了植被生长发育，而随着温度的升高，植被的光合作用迅速增强，加上该地区较大的气

温日较差，有利于植物干物质量的累积，进而促进了植被生态系统的恢复。而在青藏高

原的中北部，植被NPP与气温呈显著负相关，主要原因在于气温升高虽有利于植被生

长，但高温—少雨增加了地区土壤及植被的蒸散量，加剧区域旱情，不利于植被生长[33]。

3.3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植被NPP变化的相对作用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被认为是青藏高原植被NPP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本文利用实际

NPP （MOD17A3H）和潜在NPP （Miami模型）反演计算了特定指标将气候变化—人类

活动对植被NPP的影响统一到可比的层面。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相对作用

对植被NPP时空演变的影响呈现“五区—四线“的格局，其中气候变化主导作用区可分

为两部分A1（气候变化促进NPP增加区）和A2（气候变化造成NPP减小区）。充沛的降

水、丰富的水资源、显著增加的气温，均有助于植物的光合作用，进而极大促进了A1区

植被的生长发育[30,33]。A2区由于暖（增温显著）干（降水稀少）化显著，进而造成了一

定程度的干旱，抑制了区域植被的生长。C1为人类活动造成NPP减小区，该区域的人类

活动多表现为放牧和农耕，C2为人类活动促进NPP增加区，该区域的人类活动主要表现

为“退耕还草”和“退牧还草”政策的推行。此外，B区为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NPP

变化共同作用的廊道，是气候变化影响增强—人类活动影响减弱的过渡地带。综上分

析，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在青藏高原植被NPP变化过程中的相对作用存在明显的时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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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综上分析，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在青藏高原植被NPP变化过程中的相对作用存在

显著的时空差异性。

4 结论

本文利用重心模型和相关分析等方法探讨了青藏高原2000—2015年植被NPP时空演

变格局及其驱动机理，并定量区分了NPP变化过程中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相对作用，

主要结论如下：

（1） 2000—2015 年，青藏高原植被NPP年均值总体上呈现从东南向西北递减的趋

势。在年际变化方面，近 16年植被NPP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其中在 2005年出现上升陡

坡，并在2005—2015年表现为高位波动的态势。

（2）植被NPP增加区（变化率>10%）主要集中于三江源地区、横断山区北部、雅鲁

藏布江中下游以及那曲地区的中东部，而植被NPP减小区（变化率<-10%）则主要分布

于雅鲁藏布江上游和阿里高原，如阿里地区西部和南部、那曲地区西南部。在重心方

面，近16年青藏高原植被NPP重心总体向西南方向移动，表明西南部植被NPP在增量和

增速上大于东北部。

（3）青藏高原植被NPP与气候因子相关性的地区差异显著，其中植被NPP与降水

显著相关的区域主要位于青藏高原中部、青藏高原东南部及雅鲁藏布江流域中下游，

而植被NPP与气温显著相关的区域主要位于藏南地区、横断山区北部、青藏高原中部

和北部。

（4）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在青藏高原植被NPP变化过程中的相对作用存在显著的时

空差异性，在空间上呈现“四线—五区”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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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inghai-Tibet (QT) Plateau is considered as the "natural laboratory" of climate

change in China and even in the worl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change, the vegetation

ecosystem of the QT has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In this study, the spatian and temporal

patterns and its driving mechanisms of NPP in the QT Plateau from 2000 to 2015 were

analyzed and discussed by using gravity center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odels. Then, the

relativ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y on the process of NPP changes was

quantitatively distinguish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From 2000 to 2015, the annual mean

NPP in the QT Plateau showed a decreasing trend from southeast to northwest. In terms of

interannual changes, the annual mean NPP showed a fluctuating upward trend in the study

period, with a sharp rise in 2005 and a high fluctuation during 2005-2015. (2) The increased

area of NPP in the QT Plateau (change rate >10%) wa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Three-River

Source Region, the northern Hengduan Mountains,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rlung

Zangbo River Basin and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parts of Naqu county, while the decreased area

of NPP (change rate <- 10% ) wa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rlung

Zangbo River Basin and the Ali Plateau. (3) During the 16 years, the gravity center of NPP in

the QT Plateau moved eastward, indicating that the increment and growth rate of NPP in the

eastern part is greater than that in the western part. (4)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vegetation NPP

and climate factors in the study area is significant. The regions with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NPP and precipitation are mainly located in the central and the southeastern parts of

the QT Plateau and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rlung Zangbo River Basin. The

regions with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vegetation NPP and temperature are mainly

located in Southern Tibet, Northern Hengduan Mountains, Central and Northern QT Plateau.

(5) The relativ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y on the process of NPP change in

the plateau have significant spatial and temporal differences with a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Four

Lines and Five Regions".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supports for revealing the response mechanism of regional ecosystems to global change in the

QT Plateau.

Keywords: NPP; gravity center model; driving mechanism; global change; Qinghai-Tibet 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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